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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奂平清

(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
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
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
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
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
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
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
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

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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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对
抗中，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①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离不开
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与推动。正如钱穆所言，民国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
“救国保种”。②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困境中，知识分子积极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和理论、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他们身体力行，以中国通史
和历史教科书编撰等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培育国民的爱国心和中华民族意识。在民国时期
致力于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众多历史学家中，顾颉刚及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尤为典型。作为古史辨运动
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最初只想“毕生研究与世无关的学问”，③其古史辨聚焦于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等中国古史神话。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情势下，他逐渐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事业和民族边疆等
现实问题研究，反思民族问题上疑古立场的偏差，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
论，此理论也成为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研究及编撰的指导思想。近十几年来，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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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理论和民族史编撰思想已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和重视。① 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顾颉刚民族思想的
评判还存在许多误解和偏差。探究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演化历程，讨论和澄清这些误解和偏差，将有
助于深入把握和准确评价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一、顾颉刚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华民族危机，促使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及思想发生了两方面的明显转变。第
一个转变是由不问政治的古史研究转向关心民族危机与国家前途等现实问题研究; 第二个转变是在

民族问题上自觉改变疑古立场与方法，由解构中国“民族出于一元”转向探索和建构“中华民族是一
个”理论，并在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等方面贯彻这一理论。
(一)从不问政治的古史研究到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研究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而闻名，其研究兴趣集中于夏商周至秦汉的“高文典册”。在研究
志向和治学态度上，他“从小就喜欢研经考史，有志继承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所以对于现实问题
向少措意”，② 对学术经世致用持批判态度，主张学术研究要“跟着兴味走”，去掉功利的眼光，做
“无用的研究”。③ 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目睹“强邻狂施压迫”，认识到侵略者借民族、
宗教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便开始“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④ 热心
于抗战宣传等政治和社会事业。1932 年，伪“满洲国”借“民族自决”口号在长春成立，这对顾颉刚
是一个重大刺激，促使他改变了以往“只是毕生研究与世无关的学问，绝不愿学以致用，免得和政
治发生联系，生出许多麻烦”的态度，继而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的态度有改变的必要，我们
的工作再不可对于现时代不负责任了”。⑤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学术研究的重点更是转向民族边
疆现实问题，这种转变表面上是由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无案可伏、资料空乏，⑥ 根本原因是在中
华民族外患内忧的危机之际，他认识到历史上的分化政策使得边疆各族人民在种族及宗教间相互隔

阂、相互仇视，乃至同室操戈，为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的成功提供了条件。他认识到民族和边疆问
题的严重性后，便自觉地“渐渐放松古代史的工作”，⑦ 义无反顾地做起了钱穆所说的“另辟蹊径，
重起炉灶”⑧的工作，致力于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事业。
关于顾颉刚学术兴趣和重心由古史研究转向民族边疆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许多研究者从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视角分析这种转变，认为顾颉刚因为民族危机而从“求
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⑨ 虽然在求真与致用上实现了“两全”，但仍伴随着“两难”，瑏瑠 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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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与纠结”。① 这些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也陷入一种将学术与
政治、求真与致用二元对立起来的偏差，这种偏差又极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如误以为民族边疆等“致
用或政治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无关乎“学术”与“求真”。这种认识与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
来对顾颉刚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理论缺乏全面把握和客观评价。在民族问题研究上，顾颉刚反思以
前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的看法，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
论; 其民族边疆研究与古史研究也相得益彰，既从历史的视角揭示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和

汉化与胡化并存的现象，又在民族边疆地区的考察中取得了许多古史研究成果。
(二)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神话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
顾颉刚出生和成长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危亡时代。因此，与无数仁人志士一

样，他有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感。不过，在五四运动反封建反传统的潮流中，与许
多激进知识分子一样，顾颉刚的民族主义具有“反传统的民族主义”②特征，其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和“地域出于一统”等中国古史神话为核心的古史辨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
顾颉刚认为，中国的民族或种族本是多元的，民族一元和地域一统等观念，是战国以来出于政治

需要而建构的，因此他努力推翻帝系所代表的“种族偶像”等各种偶像，解构以六经为主的大一统思
想。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否定黄帝的历史真实性、解构帝系古史系统的疑古立场与观点，无
疑与国家民族危亡背景下借助黄帝崇拜等古史传统的“中华民族”话语相矛盾。可以说，顾颉刚等古史
辨派学人或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内心纠结，与其说是源于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不
如说是源于其“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中华民族”话语之间的冲突。顾颉刚虽然认识到中国古史系
统中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等传说或神话是在民族迁徙、冲突过程中人们心向和平的反映，也正是在这
种传统文化观念与精神的影响下，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中走向融合、趋向一统，但是古史辨的雄心使
得他执着于打破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而忽略了这些思想观念本身的历史性及其在凝聚中华民族中的积

极作用。如同钱穆所分析的，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起，难以脱离“传说”或“神话”的成分，
“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何况，“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
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③ 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事迹虽茫昧不明，
但有关他们的传说却并非神话，纵有后人的想象，仍然“充满着古人的基本精神”。④

顾颉刚原以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等旧神话后，可以通过建立合于理智的新信仰以团结各族人
民。但是，在迫切需要通过历史和文化传统加强国民认同与凝聚的国家危亡时刻，他认识到认同与
凝聚的思想资源还得从传统的历史文化里去寻求。因此，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民族思想发生了
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神话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转而强调中国历史与文
化传统之光荣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正是这一转变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转变
既源于中华民族危亡的政治时局，也是顾颉刚高度理论自觉的结果。

二、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史编撰思想

顾颉刚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很看重史地教育在培育国民爱国主义情感中的作用，尤其注重

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撰工作。顾颉刚早期的中国民族史编撰由于受其古史辨疑古立场的制约，以
打破中国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念为中心，寻求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系统与分合; 在中国面临危
亡之际，为推动各民族的团结，他改变疑古的民族叙事话语，转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华夷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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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书城》，2015 年第 5 期。
林毓生: 《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75 页。
钱穆: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8 － 9 页。
钱穆: 《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145 －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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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大同思想，以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华夷一体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成
为其中国民族史编撰的核心思想。
(一)以古史辨疑古为立场的中国民族史编撰及其困境

顾颉刚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在其致力于古史辨的早期，就表达出希望能研究中国通史和
民族史以尽国民责任的意愿。他认为，应将“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这一历史问题作为编纂中国通
史的核心，因为尽管“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
去”，“只要各民族能够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够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一
问题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① 然而，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古史”说，主张必须要打破四个观念: 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古史人化的
观念，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在民族方面，中国民族本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始祖，而后世
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构建出一统的帝王世系和民族一元论。因此，我们绝不能胡乱承认这类“牵合混
缠的传说”，“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在地域
方面，实际上在战国以前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
域为地域”。② 顾颉刚指出，在古文籍中，不少民族的信仰和民众的生活“一向为圣道王功所包蒙”，
因此必须要恢复“这些材料的本来面目，剥去它们的乔装”。③ 1926 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
颉刚在学界声名大噪。他与王伯祥于 1922 年为商务印书馆合编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未提“盘
古”，对“所谓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这种处理尽管并不算激进，但该教科书在 1929 年却被禁止
发行。戴季陶称此书否定三皇、五帝，“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④ 1939 年，顾颉
刚称当年由于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竟不能称心编好”，⑤ 所谓“不能称心”，一个重要
方面应该是他当时过于注重揭露古史的造伪，而对古人何以要造出种族同源和地域一统的神话传

说，以及这些神话传说有何意义等方面的关注和正面评价不够。
顾颉刚曾经认为，通过疑古辨伪打破中国古史神话与激扬民族主义并不矛盾。他在 1932年致洪业

的信中称，“中国人全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虽然“有团结各个不同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的作用，但“现
在这个信仰已经不能存留了，我们应当造成一个合于理智的新信仰，为我民族团结之基础”。⑥ “三皇
五帝”的说法，现在已经成了“真史实的障碍”，后人不该“再替古人圆谎”，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还是应“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⑦ 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顾颉
刚早期认为应坚持疑古的立场，他批判旧历史课本编写的一大弊病是编者往往厚古薄今，将三代看作

黄金时代，这种观念的害处是青年人读了用这种观点编写的课本，自然不肯做现在的人，社会也因此

缺乏生机，所以他主张历史课本要“使学生知道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在材料的裁剪上，应
以“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为宗旨。⑧

顾颉刚的古史辨并非有意要“动摇国本”，解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不过，疑古立场与
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研究的结论本身会在政治或社会层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九一八”事
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时刻，顾颉刚开始反思其疑古立场、方法和观点对民族团结带来的消极
影响，其学术重心和学术立场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在民族问题上变得慎重和自觉起来，并反思自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 《自序》，顾颉刚编著: 《古史辨》第一册，第 90 页。
顾颉刚: 《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02 － 203 页。
顾颉刚: 《自序》，顾颉刚编著: 《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第 5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1 页。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5 月 8 日第 20 期。
顾颉刚: 《编中国历史之中心问题》，顾洪编: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页。
顾颉刚: 《顾序》，罗根泽编著: 《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7页。
顾颉刚: 《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1922年第 4期。



89
2021 年 5 月
第 3 期 专题研究

之前在《古史辨》中将文化、语言、体质不同的人群都称为“民族”的问题，认识到“民族”二字不该乱
用，并毅然摆脱疑古的羁绊，从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
顾颉刚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开始认为历史教学“要有高尚的目
的特殊的使命”，要使青年们“知道过去的光荣，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尤其是在受外力压迫、处境
艰难的时刻，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提倡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历史应以其“民族精神为中心思
想”，这样自然会使青年人爱国家，“巩固和团结国家的力量”自在其中。① 他还强调，政治和教育的
工作不同于“同中求异”的纯学术工作，必须要“异中求同”，因为“必有同才可以发生集体的力量”。
当前的政治和教育是要培养现代公民，“实在不应当横梗族类的成见，贻国家以不利”。②

(二)中华民族危机背景下以民族融合为视角的民族史编撰思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 年伪“满洲国”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长春成立，1933 年内蒙
古又在日本鼓动下宣布自治，这些事件都给顾颉刚以强烈的刺激，使他认识到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严

重性，促使他转向对民族和边疆问题的关注。1934 年 8 月，顾颉刚参加平绥铁路旅行考察团，在百
灵庙与德王等人详谈后，认识到“内蒙古自治”实际上是德王等蒙古人受日本人威胁利诱下的投机行
动，他们虽然“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但“民族”的成见使他们有了“民族意识”。顾颉
刚因此意识到“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③ 1934 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希望
通过“实地调查”和“考究典籍”以“洞悉边情”，他认为“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
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 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

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 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
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④ 随着实地考察和对边疆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
了解，顾颉刚等《禹贡》学人开始自觉地调整方向，“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⑤ 《禹
贡》半月刊的内容范围由地理沿革史扩展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民族关系等
方面，多次出版研究专号讨论边疆现实问题。顾颉刚还创办禹贡学会和边疆问题研究会，组织开展
民族和边疆研究。他于 1935 年底拟定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把编撰《中华民国一统志》列为
禹贡学会工作之“最大目的”。⑥ 禹贡学会还根据顾颉刚的设想出版边疆丛书，该丛书“亟求先儒遗
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⑦ 《禹贡》半月刊及禹贡学会关于中国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
的研究，对当时日本学者借学术研究及话语分裂中国的图谋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在近代“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思想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认知中国历

史上的“华夷之辨”。学者或以种族主义观念和汉族中心观阐释“中华民族”，或者视帝国主义为新
夷狄而极力发挥华夷之别的观念，以号召国民反抗新夷狄的入侵。顾颉刚则打破种族主义观念和汉
族中心观，摈弃“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华夷一体和大一统的观
念，从中国历史上疆域走向一统、种族走向融合、意识趋向统一的视角，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过
程。与之前古史辨的打破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神话、揭示中国民族原本多元的视角不同，顾颉刚
开始积极地看待中国古史中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等观念背后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
用。他分析指出，华夏族是夏族、商人、周族和姜族相互融合而成为“一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顾颉刚: 《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教与学》，1935 年第 4 期。
顾颉刚: 《序录( 一) 》，《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4 页。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5 月 8 日第 20 期。
顾颉刚、谭其骧: 《发刊词》，《禹贡》半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1 期。
童书业: 《古代地理专号·序》，《禹贡》半月刊，1937 年第 7 卷第 6 － 7 合期。
顾颉刚: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1936 年第 10 期附录。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认为，此启事为顾颉

刚所作(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72 页) 。
顾潮编著: 《顾颉刚年谱》，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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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战争造成了地域的统一，地域的统一使得“诸夏”和“蛮夷”不同种族的人“真做了一家人”，而各
族在心理和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以及各族同种的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各方面的种族观念”，使得
地域的融合与统一更加稳固。战国时期人们对共同始祖的追认，创造了颛顼和帝喾两大始祖，后来
又创造了共同的祖先黄帝。在战国、秦、汉之间，造就了两大偶像: 种族的偶像黄帝和疆域的偶像
禹。① 这两大偶像对各族人民融合成中华民族统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顾颉刚从地域、种族
和意识融合统一的历史视角阐释超越“华夷之辩”的华夷一体论，为中国民族史编撰指明了方向，也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颉刚在 1937年 1月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征服、移徙和同

化，各族的“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回”，汉族和其他各族已都有了彼此的血
液。因此，中华民族的各种族之间早已是“利害荣辱一致，离之则兼伤，和之则并茂”。② 在 1937年 4月
为禹贡学会所拟的工作计划中，顾颉刚将“中国内部各族之研究”列为重要方面，他指出，就血统而言，
中国民族极为庞杂，“盖自有史之初，所称华夏者即与夷狄杂处; 秦汉而后，四夷诸族或以降服而寄处中
原，或以武力而入主内部，始尚严客主之辨，不相混杂，稍久则畛域渐除，互通婚姻，血统遂融而为

一”。但“晚近治民族史者，或偏于边地诸族之源流，或偏于汉族发展之次第，而于其萃居中原所发生各
方面之影响未能为详尽之研究，实为一大缺憾”。因此需集合人力分题研究，要深入研究各族在各个时期
的“分布之情况，及其在政治上与社会间势力之兴衰起伏，与夫彼此文化交流影响，藉以明了中国整个民
族发展之真象”。③ 这些表述足见顾颉刚对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视。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在西北、西南考察游历，对边疆和民族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更清
楚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分裂活动，也目睹了当地各族群众因为“民族”观念而在日常相
处中相互怀有成见和矛盾冲突不断的情形。他认识到中国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④ 因此便决心要构建一套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借此批判帝国主义
者利用学术话语分化我们的民族和领土的荒谬理论，并以此理论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在概念上，
顾颉刚区分了种族与民族，并在“国族”的意义上理解“民族”，种族是就遗传因素而言，民族是就
心理因素而言。他认为中国的种族和文化虽然很复杂，但由于中国从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狭隘的
种族偏见，所以各族之间经过几千年的互相混合同化，早就没有纯粹的种族和文化了。⑤ 因此，种
族和文化的复杂，绝不妨碍其为一个民族( nation) 。⑥ 顾颉刚也尝试以“文化集团”称呼中国的各族，
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五族”之称，与历史和现实都不相符。中国实际上乃是汉、藏、回三个文
化集团，三种文化虽然来源不同并有差异，但已有逐渐混合成一个大文化集团的趋势。⑦ 顾颉刚也
认识到，“以历史事实融合国族”，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是时代的迫切需要。⑧

顾颉刚认为，为促进良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应从各族的经典中摘录鼓励爱国家民族的条

目，并给予新的解释，编成各族共同的通俗读物; 要编辑中国历史上各族合作的历史，编写有功于

文化、军事、政治的各族名人传记。⑨ 他曾多次计划编写中国通史，以此加强国民的自信力。他认
为要打破各族的隔阂和实现通力合作，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创作一部新式中国通史，因为我们要了

解中国历史只能依靠“记事很简单的教科书”或“卷帙极繁重的《二十五史》”，而这些书“都以汉族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颉刚: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史学年报》，1935 年第 2 期。
顾颉刚: 《中华民族的团结》，《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49 页。
顾颉刚: 《禹贡学会工作计划》，《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237 － 238 页。
顾颉刚: 《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73 页。
顾颉刚: 《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59 － 62 页。
顾颉刚: 《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71 页。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85 － 86 页。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0 页。
顾颉刚: 《致陈立夫信: 对于陇西回番教育之意见》，《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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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的恶感”，都“不是今日适宜的读物”，因此，应编撰一部新的中国通
史，“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① “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从历史上证明“中
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融化的大集团”。②

(三)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为核心的民族史编撰思想
1938 年底，顾颉刚在昆明创办讨论边疆民族问题的《益世报·边疆周刊》。办刊的一个主要目
的就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③

傅斯年致函顾颉刚责备该刊所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④ 傅斯年
的责备和劝告引起顾颉刚“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再加上“七七事变”以来自己在西北和西南考察的
所见所闻所思，随即完成和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历史事实论证中国各族经过数千年的演
进与混合，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而且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到

秦始皇统一时，就开始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了。因此，“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
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⑤

此文发表后反响极大，各地报纸争相转载，顾颉刚认为这证明“取消畛域的成见，进于国族的大
同”⑥是人们共同的愿望。此后，顾颉刚继续思考和完善这一理论，并积极谋划以此理论为核心的
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撰工作。如在民族史理论方面，顾颉刚总结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策的经验
与教训，认为中国在战国时华夏和蛮夷已融合，不再有严格的分界，根本原因是中国有“只论文化
不论血统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和精神，“把许许多多的外族，像上古的蛮夷戎狄，中古的五胡十
六国，近古的辽金元，都混起来而成为一个汉族。世界上何曾真有汉族这个血统，只不过许多血统
的混合的结果而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扬光大，正是靠了这种自然同化的力量。⑦

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后，白寿彝建议应以该理论为重要观点编写“新的本国史”，“从真的
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顾颉刚回应称，要编成这样一部书并使“中华民族是一个”深
入人心，迫切需要大家尤其是青年学者多学习各族的语言文字，以便“能直接和边地同胞通情愫，并有能
力搜集历史材料”。因为现有的材料“只限于几部汉文书籍，而这些书的编辑者大都怀着不正当的成见，
言分化则有余，言团结则不足，用这些材料来做我们的国史，岂不使边地同胞永与内地隔离”。⑧

顾颉刚在 1939年拟定的写作计划中，将中国通史和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与编撰列为“我对于时代之
责任”，希望借助中国通史培养“全国人民之新人生观及其责任心”，编写“中国边疆问题”也是“旨在团结
国内各部族”。⑨ 由于时局的动荡等原因，这些著述计划未能如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
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和整理古史，但他仍念念不忘研究中国民族史料和编写中国通史的夙愿。他指出，“中
华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但如果要详细说明各民族“结合和荟萃的
情形”，则材料就很缺乏。为了将来汇合各民族的史实编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编辑中国民族史料的
“工作是不能少的”。瑏瑠 顾颉刚深知整理与编写中国民族史的困难，因为许多民族的起源、迁徙以及与其
他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是空白。只能尽力用“考古学的方法到地底下去找”或“用历史学的方法”从零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顾颉刚: 《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63 页。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87 页。
顾颉刚: 《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益世报·边疆周刊》，1938 年 12 月 19 日第 1 期。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97 页。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94 － 106 页。
顾颉刚: 《序录( 一) 》，《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4 页。
顾颉刚: 《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74 － 175 页。
白寿彝、顾颉刚: 《白寿彝先生来函及颉刚按语》，《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08 页。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卷四，第 244 页。
顾颉刚: 《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 《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4 －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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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记载中去寻觅。① 顾颉刚还列举了整理民族史料的基本方面，如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和地名、编
制各民族的历史地图、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这方面的相关记载或简或无或误，不能适合研
究的需要，必须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更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②

顾颉刚通过看戏、对民间传说演变的研究以及歌谣的收集整理，深刻认识到戏曲、民间传说演义故
事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民众态度、行为以及观念塑造的深远影响，深感通俗读物在国民教育中会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三国演义》为例，说明即使是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藏族群众，也受其影响，对
蜀汉大将发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在喇嘛庙中塑起了关帝像。③ 顾颉刚因此“发愿要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
义，来供应大众的需要”，并先后安排人写作此书。1954年 8月 18日，顾颉刚修改陈懋恒代作的《〈中国
上古史演义〉序》，在此序中再次强调历史演义等通俗读物的作用，称该书的完成是自己二十多年的愿望
“才算有了一小部分的结果”。④ 1965 年 11 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了他对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
书”的感想，称此书“实为我昔日之心愿，而由彼成之。前数年买来后未暇观，今当养疴，正好次第
观之”。⑤ 虽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纂的计划与愿望最终成为顾颉刚“未竟的志业”，⑥ 但其民族史编撰思
想和相关计划，对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三、正解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历史评价

关于如何评价顾颉刚的民族思想，无论是与顾颉刚同时代的学人，还是现世后进，都存在较多

争议与误解。结合历史与现实，对这些争议与误解加以澄清，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评价顾颉刚的中华
民族思想，也有助于新时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单纯的政治口号吗?
关于顾颉刚的民族思想最流行的一种误解是认为其“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出于政治时局而非学术

研究。这种误解造成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思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民族研究的立场、方法及思想的理
论自觉转变历程缺乏深入探讨和正确认识。这种误解与费孝通对顾颉刚的评价有很大的关系。费孝通在
1993年顾颉刚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基于“政治立场”和“爱国热
情”，是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和在内蒙古煽动分裂的时局而提出来的。⑦ 费孝
通的这一说法，再加上傅斯年等人 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政治干预，使得后来的学者们由此
认定当年论辩中费孝通的观念是“学术的”，是出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研究，而顾颉刚则是“政治的”，
是出于抗战时局需要的议论和口号。这种认定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出于对当时既有“社
会人类学理论”的局限与狭隘的不满，并决心要在此领域有所贡献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实际上，费孝通在
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思路、论证逻辑和理论关怀上，都与顾颉刚的“中华
民族是一个”理论高度相似，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论证中华民族形成的“自在”与“自为”过程，都强
调历史事实层面的中华民族一体性，同时也强调作为目标和信念的中华民族一体性，并呼吁大家为此而

努力。可以说，费孝通的理论是对顾颉刚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两个理论“均是中华民族处于关键历史时
刻的重大理论探索，也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

重要思想资源”。⑧ 可以说，尽管“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确有回应时局需要的层面，却并非单纯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 《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 1950)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93 页。
顾颉刚: 《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 《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第 75 页。
顾颉刚: 《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63 页。
顾潮编著: 《顾颉刚年谱》，第 411 － 412 页。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卷一○，第 362 页。
李长银: 《未竟的志业: 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 期。
费孝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 年第 11 期。
刘永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与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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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从该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论证逻辑来看，这是顾颉刚在高度的理论自觉下，以历史事实和现实

调查为根柢，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中华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求真的”学术理论，在中国民族理论发
展的过程中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大汉族主义或同化主义吗?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含着否定国内少

数民族存在之意义”，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主义。① 顾颉刚的观点也被看作是对蒋介石及其国民
政府关于“中华民族”为一个单一性民族、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子民族的现代“民族”称谓与地位
的政治宣传话语的学术支持。②

顾颉刚从“国族”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而称中国各族为“种族”“部族”或“文化集团”，而不
是与国族对等的“民族”。从国家政治统一的层面来讲，在中国作为“国族”的“民族”只能是一个，
那就是“中华民族”。顾颉刚以此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既符合近代世界民族国家化趋势下中华民
族谋取独立解放的革命需要，也可以避免陷入“民族自决”与国家分裂的困境，能够在概念和话语上
化解民族理论的诸多困境。从西方的 nation和中国的“民族”两个概念之间的错位而造成的理论与现
实上的困境，以及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讨论及其对中国民族工作
实践的影响来看，顾颉刚当年这种概念建构的努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顾颉刚并无大汉族主义意识，相反，他十分强调民族和文化平等，强调汉族要学习其他各族文

化的优点。他指出，我国边疆各族同胞都有独特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尽有
好的教训、好的知识、好的技能”，所以“自居优秀的观念是要不得的，我们该多多认识各种边疆文
化的优秀之点，让它们得着平等发展的地位”。③ 由于中国自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狭隘的种族偏
见，所以历史上各族间能不存成见地学习彼此优秀的文化。中国人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有
各族文化荟萃的成分。所谓“汉人的文化”，其实“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
合的文化了”，这些文化是汉人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所以只能称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④

顾颉刚也没有强烈的“同化主义”思想，他赞赏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体”文化传统下的自然融
合，但反对强制同化，其关于边疆和民族发展的主张，与其说是“同化”，不如说是“现代化”。⑤ 顾
颉刚认为，中华民族中的汉、回、藏三个文化集团或三种生活方式早就相互影响和相互混合，很难
分立。在西北考察期间，他了解到汉人和其他各族之间文明互鉴、相互交融乃至汉人“胡化”的事
实。如住在甘肃一些地方的孔子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有的地方孔子的后人则被藏化，穿藏衣说藏
语; 甘肃临夏的东乡人本是蒙古人，但都信仰伊斯兰教。这表明汉、回、藏三个文化集团已渐渐交
流而成为不可分的一体。⑥ 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
用文化来分”。⑦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
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

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⑧ 顾颉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历史分析和现实考察，可以说是这一论断的学术渊源之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翦伯赞: 《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1940 年第 1 期。
黄兴涛: 《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5 页。
顾颉刚: 《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72 － 74 页。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95 － 97 页。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 续) 》，《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5 月 29 日第 23 期。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86 页。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104 页。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 －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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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继承顾颉刚等人的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多年来关
于“多元”与“一体”、差异性与共同性关系的争论持续不断。这些理论争论不仅影响学术界民族问
题的研究走向，而且也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实践。直到近年来，我国提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思想与科学论断，才从共同体的视角科学地破解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
“多元”与“一体”关系问题的理论争论。① 实际上，顾颉刚和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早就做过深入的思考与论述，都强调各民族共同走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共同

发展和繁荣，这样各民族共同性的东西必然日益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必然日益加深。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会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有学者以“徘徊与纠结”分析，顾颉刚在抗战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不是继续疑古，认为

这是因为在特别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如果继续坚持“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就“不合时宜”，
历史学家难免受时代和政治的影响，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其“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
来。② 对于这种评论有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澄清，一是顾颉刚民族思想的转变是否出于
理论自觉; 二是在全球化的和平时代，是否还需要强化国家认同; 三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会

激发民众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顾颉刚民族思想的转变是高度理论自觉的结果，这种转变，

不是使其“纠结”，反而是化解了其“纠结”，其中华民族思想充满着“历史意识”;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中
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社会结合力”的精神资源，有
其积极的社会整合作用。③ 当前，中国的一体化和国家认同还受到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
恐怖势力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威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强化国家认同仍是今天的紧迫任务; 第

三个问题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与富于扩张与冲突的西方民族主义相比，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民族主义。当代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各种打压，是激发中国民众的
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正是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人团结起来，这与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有相似之处。
历史证明，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形成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近百年来西方
的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潮，成为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
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④ 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文野之别”及其所导致对立与冲突相比，中国重文化
而轻种族的“有教无类”等传统文化观念，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正如顾颉刚的分析，中国各民族之所以在历史过程中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是因为“我们只有民族文
化的自觉而没有种族血统的偏见，我们早有很高超的民族主义”。⑤ 在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
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⑥ 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华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还需要多从“中国传统”着手努力。⑦ “两个共同体”理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
党政治智慧在新时代的结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一定能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

结 语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挽救危亡的历史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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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使命。其中，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及其转变尤为典型。综观顾
颉刚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演变与形成过程，他受民族危亡时局的刺激，并在“中华民族”话语兴起
的趋势中，学术志趣从终生只想从事纯学术研究转向关注民族边疆现实问题，从打破中国“民族出
于一元”神话转向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从反传统文化转向重传统文化。同时，他深切认识
到当时社会人类学既有民族理论的局限与狭隘，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而不仅仅从现状研究民族边疆问

题，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一体和大一统观念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强调利用这些传统

思想资源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以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
颉刚最终未能实现编纂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志愿与计划，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 包括民族理论、中
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的思想与主张) 及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意识，为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的中国民族理论、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产生了重
要影响。重新审视顾颉刚的民族思想及相关的历史评价，全面深入地把握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及
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对于加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仍有重要启示价值与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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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 Jiegang's( 顾颉刚) Thought of“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entering on Compiling National History

HUAN Ping-qing

(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many intellectual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of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
ness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Chinese nation”and historical writing． Among them，Gu Jiegang's thought of
compiling national history is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particularly． Initially，Gu Jiegang wanted to do academic
researche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acticality and politics，his“Discussion of Ancient History”was
devoted to breaking the myth that“the Chinese nation was monistic”，which was contradic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discourse at that time． When the heavy national crisis took place after the“September
18 Incident”，he consciously turned to study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national frontier realistic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basing on rethinking his skepticism about ancient history and combining Chinese history
with reality，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Chinese nation is unitary”． He emphasized that this theory should
be used as the core to compile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correct the bias of ancient history
materials that“overemphasizes division and ignores unity”so as to cultivate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means of history education． Although Gu Jiegang did not complete the compilation，his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mpiling national history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build up the consciousness of“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u Jiega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mpile national history; theoretical self-con-
sciousness


